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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动员中的关系资源如何
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

邓 睿

摘要：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本文借助ｐｒｏｂｉｔ回归、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匹配估计等
计量手段，侧重分析社会资本动员中的人情和信息两类关系资源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发现，在控制了潜在内生性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关系资源的作
用机理来看，社会资本提高了农民工动员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可能性，且动员人情资源的概率大
于信息资源；社会资本通过动员人情资源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而通过动员信息资源对农
民工就业质量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从关系资源进一步的作用路径来看，信息资源虽未表现出直
接的就业质量促进效应，但其可通过传递高质量的岗位信息帮助农民工实现人职匹配，间接提升这
一群体的就业质量；人情资源的作用突出表现为其可能直接帮助农民工获得多样化的高回报机会，
促进这一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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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简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提升农民工就
业质量成为帮助这一群体实现“人的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农民工城市就业可理解为具有特定人力
资本的个体借助市场机制实现人职匹配的均衡行为。然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经验事实揭示，很多
进城农民工未经正规的市场搜寻匹配却实现了就业，这意味着可能存在与市场机制并存的资源流动
渠道。来自社会学的解释认为，就业信息的传递不仅依赖于市场机制，还包括社会资本。中国城市
劳动力市场的强竞争性与制度分割并存（章元、陆铭，２００９），社会关系特征明显，社会资本作为市场
机制的补充机制，同样是劳动者降低搜寻成本、获取优势就业资源的重要渠道（Ｓｔａ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社会资本究竟会怎样影响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经济学研究领域普遍被接受的社会资本概念来自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３），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能够通
过协调行动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参与网络、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这些构成要素从不同侧面反映
了社会资本的特征。参与网络主要指与行动者相关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高质量的参与网络可提
高社会资本动员的有效性；社会信任凸显了社会资本的微观制度属性，决定了社会成员间关系的紧
密程度；互惠规范则有助于行动者将自我利益与团体互助结合起来，确保社会资本动员的可持续性。
从社会资本的类别划分看，参与网络主要对应结构视角的社会资本，其侧重于行动者的政治参与和
组织参与行为；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主要对应认知视角的社会资本，其聚焦于行动者对社会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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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或对其他个体的态度及行为（Ｈａｎ，２０１３；Ｍｅｎｇ　＆Ｃｈｅｎ，２０１４）。社会资本概念一经提出便受到
劳动经济学家的关注，并将其引入到解释劳动力市场行为差异的研究中，该领域研究聚焦在社会资
本对工作获取和工资水平等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上。关于前者，现有文献普遍认为社会资本可减
少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劳动者获取多样化工作类型的概率（Ｃａｌｖó－Ａｒｍｅｎｇｏｌ　＆Ｊａｃｋｓｏｎ，

２００４；Ｂｒａｄｙ，２０１５；Ｏｂｕｋｈｏｖａ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关于后者，既有研究尚未形成相对一致的结论，甚至
社会资本的工资收入效应是否显著还引发了广泛争论（Ｅｌｌｉｏｔｔ，１９９９；章元等，２０１２；Ｐｉｒａｃｈ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王春超、周先波，２０１３）。

针对社会资本就业效应的结论分歧，Ｍｏｕｗ（２００３）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论点或许带来另一种思考
视角，无论中间人是否帮忙，中间人的结构地位与被介绍者获得的工作地位必然是相关的，社会资本
与劳动力市场结果之间可能并非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相关关系。此外，社会资本的潜在内生性，使单
纯分析其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似乎无法完整阐释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及作用
机理。针对这一现象，网络资源观给出了契合市场环境和文化背景的解释路径。林南的社会资源理
论认为，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在于社会网络中嵌入的资源，是关系资源而非社会资本本身
对行动者的目标性行为产生影响（Ｌｉｎ　＆Ｄｕｍｉｎ，１９８６）。如果将社会资本等同于行动者所获取的关
系资源，则混淆了社会资本与关系资源定义间的逻辑联系（Ｐｏｒｔｅｓ，１９９８）。边燕杰、张文宏（２００１）最
早提出了关系资源理论，其认为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并不能否定社会资本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因果机
制，即网络成员的相似性并不能排除其为行动者提供资源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如何探寻社会资本的
关系资源动员机制，以及这些关系资源如何进一步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果。那么，关系资源包括哪些
呢？边燕杰等结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将其划分为信息资源（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和人情资源（ｆａｖｏｒｉｔｉｓｍ）两
类（Ｂ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具体而言，信息资源主要指工作机会、工作要求等一般性知识，其在求职过程
中能够为农民工间接提供就业信息和指导申请；人情资源意味着对雇主单位施加直接影响，为农民
工提供工作岗位、帮助向招聘方推荐或解决求职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边燕杰等，２０１２）。

从两类关系资源的作用机制来看：一方面，通过社会资本传递的信息资源减少了雇员与潜在雇
主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人职匹配的可能性及相应工资待遇；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还会以人情偏袒
的形式出现，增加个体被分配到优越工作岗位的机会（Ｌｉｎ，１９９９；Ｂｉａｎ　＆ 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５）。相较于社
会资本，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是影响个体劳动力市场结果更为直接的渠道，但目前较多研究通常是
将社会资本变量直接作为关系资源的代理变量。事实上，用以度量社会资本的诸多指标难以区分求
职结果的差异性，不能直接表征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相反，应进一步识别两类关系资源，并将其纳
入检验社会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结果之间关系的因果模型中（Ｂ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
就业质量的内在机理，也应聚焦分析潜在的社会资本形态是否被动员并转化为人情和信息等具体的
关系资源渠道，进而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结果产生实质影响。基于此，本文旨在从关系资源视角检
验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综合性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就业质量的内在机理，试图回答两个核心问
题：第一，社会资本如何通过动员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进而影响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第二，人情和信
息两类关系资源进一步影响就业质量的可能路径有哪些？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不同于多数文献将社会资本等同于行动者所获取的关系资源
的分析思路，本研究基于关系资源理论，结合农民工的就业搜寻特征，从理论层面系统分析了社会资
本影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关系资源作用机理，区分了社会资本本身和通过社会资本动员的关
系资源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结果作用的差异性，深化了针对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就业动员效应的传
导机制研究。第二，区别于现有研究所重点关注的社会资本的工资收入效应，本研究侧重从综合性
的就业质量视角评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相较于工资收入的单一维度，就业
质量所涵盖的工资收入、劳动强度、岗位稳定性、福利保障等维度更能全面反映某一工作岗位的优质
程度，也更适用于判断农民工通过关系资源渠道获得的工作岗位的实际待遇。第三，考虑到社会资
本和关系资源变量在就业质量方程中的潜在内生性，本研究从实证层面设计了较为严谨的关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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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理检验思路，通过构造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匹配估计等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计
量分析，为农民工社会资本就业动员效应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可靠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假设

从劳动经济学的微观视角来看，工资是劳动力生产能力的函数，实现预期劳动生产率的个体可
获得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工资，但劳动生产率是无法被观测的潜在素质，且贯穿于个体整个生命周
期（边燕杰等，２０１２）。因此，社会资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向雇主提供候选人的信息，帮助其择
优录用相应的求职者（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如果通过社会资本提供的信息越及时准确，雇主对于求职
者的评价就会越高，雇主愿意支付给求职者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提升。而且雇主可能并非总是理性
的，如果雇主对中间人或求职者高度信任或存在人情压力时，其也可能偏离生产率理性，宁愿用较高
的工资雇用具有较低生产率的求职者（Ｓｉｍｏｎ　＆ 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２）。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经验证据
也证实，求职者通过社会资本动员的信息资源和人情资源对其工作搜寻及岗位获取都具有积极作用
（Ｂｉａｎ　＆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９）。中国特有的人情文化使人情资源相比信息资源更容易被调用，并用以促进
求职行动以及职业流动（Ｏｂｕｋｈｏｖａ，２０１２）。对农民工而言，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素质所限，这一群体
对信息资源的捕捉能力较差，人情资源可能会被更频繁地用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搜寻。有研究
发现，流动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资源含量及动员效果存在异质性（李宝值等，２０１６），农民工借助家人、

亲人、朋友熟人介绍直接获得工作岗位的比例高达５０．８２％（朱明宝、杨云彦，２０１７）。基于此，本文提
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１：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行动中会利用社会资本动员人情和信息两类关系资源，

但动员人情资源的强度可能高于信息资源。

社会资本的动员效应不仅在于帮助农民工获得信息资源和人情资源，更在于通过信息和人情资源
促进就业质量提升，这一过程逻辑可表述为，在一定的求职环境约束下，农民工如何选择关系资源并与
雇主进行互动以获得较好的工作待遇。参照信息网络影响工资报酬的分析框架（Ｂ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通过
社会资本动员的信息资源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直接影响可能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社会资本为农民
工提供了有关岗位空缺的非冗余信息，有助于其在更广泛、精准的市场搜寻中获得高质量工作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二是社会资本提高了组织内部员工推荐的概率，通过中间人发布的岗位资质信息
可帮助雇主降低搜寻成本，使其能够将节省资金投入到更具吸引力的工资报价上，间接提高作为搜寻主体
的农民工的工作待遇（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７）。三是高质量的社会资本很可能提前向农民工透露职
位录用的相关信息，帮助其在岗位谈判中占据优势，提高其工作起薪及相应待遇（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０）。四是通过
社会资本可以更有效地获取关于目标单位内部的丰富信息，使农民工提前对用人单位的工作特征有所认
知，提高其在新组织环境下的学习能力和劳动效率，帮助其在新岗位中获得更好的工作待遇。

社会资本通过动员人情资源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直接影响，主要源于以义务、信任和互惠为内
涵的“强关系”在职业获取中所发挥的作用。当雇主收到一条求职信息时，它可以通过求职者的中间
人来确认这条信息的准确性（Ｓｉｍｏｎ　＆ 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２），中间人及其携带的人情影响至关重要。尤其
是，雇主在意识到中间人的社会影响时，受制于“嵌入性”，不可能再完全理性地进行劳动力选择，还
会认为有义务给予求职者更多恩惠（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较多经验证据表明，一些勉强合格的求职
者由于亲戚朋友的影响力而获得了较好待遇的工作（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中国社会关系文化背
景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人情交换，尤其在宗亲文化深厚的农村社会，亲朋之间的人情往来更为频繁
（叶静怡、武玲蔚，２０１４），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将更多依赖人情资源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其对农民工
就业质量的影响程度可能更强。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２：社会资本动员的信息资源和人情资源均有可能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直接正向影响。

但从中国关系文化盛行的现实场景来看，人情资源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程度相比信息资源可能
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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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系资源的作用机制，可以梳理出社会资本通过动员关系资源进一步影响就业质量的可能
路径。第一条路径体现为关系资源可促进农民工实现人职匹配，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关系网络一方面可通过传递及时准确的信息以帮助农民工快速锁定目标岗位；另一方面还可通过互
信机制减少岗位资质的不确定性以及合格人选的模糊性。第二条路径体现为关系资源有助于增强
农民工在组织内部不同层级职位之间的嵌入程度。关系资源的使用可帮助农民工接触到组织内部
多样化的职位层级，而个体的工作待遇通常是由其所在组织内部的主管部门考察或下级部门评价来
确定，接触职位层次的多样性有利于提高农民工被分配到优越待遇岗位的可能性。第三条路径体现为
关系资源有利于增强农民工与组织外部市场的联系程度，通过与顾客、目标企业之间建立的广泛市场
联系，可为农民工创造更多的高回报机会，扩充其就业选择集及就业质量（Ｂ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后两条路
径可概括为帮助农民工获得多样化的高回报机会。由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隐含的作用机制不同，两
类资源在促进农民工实现人职匹配和获得多样化高回报机会过程中的作用侧重点可能存在差异。

信息资源背后隐含了成本降低机制，其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可能主要通过人职匹配来
实现。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中间机制，在传递信息及降低不确定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Ｒｅｅｓ（１９６６）首先将通过社会资本动员的信息资源纳入劳动力市场分析框架中，强调了信息资源的数
量和质量对雇主筛选出合适候选人具有明显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聚焦了信息资源对实现人职匹配
的直接影响，由于雇用单位的招聘目标以及应聘者针对这些目标的能力不同，雇主必须借助应聘者
的资质信息来筛选合适的岗位人选，这些信息虽可部分通过学校或其他机构渠道获得（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但大部分是通过社会资本实现传递的（Ｓａｌｏｎｅｒ，１９８５）。对农民工而言，当举荐人将涉及
自身资质的相关信息传递给雇主时，在搜寻成本和匹配预期的双重影响下，雇主会选择信任这一信
息来源，并筛选出相对合适的岗位人选，匹配程度的增强直接反映在更高的岗位起薪以及更稳定的
劳动合同上（Ｓｉｍｏｎ　＆ 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２），显然有助于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整体提升。

人情资源背后则隐含了社会交换机制，这在中国社会的关系文化背景中体现得更为深刻，其对农
民工实现人职匹配和获得多样化的高回报机会均可能产生影响。一方面，在多名候选人当中，受到人
情偏袒的个体将在其他求职者找到适配岗位之前得到额外照顾，来自有影响力的人情资源的推荐直接
增加了这部分求职者的工作匹配程度（Ｂ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对于相对缺乏就业竞争力的农民工群体而言，
人情资源在搜寻匹配过程中的干预效应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受到人情偏袒的个体还可能获得额外的
高回报机会，这些机会主要来自组织内部决定工作待遇的主管部门以及与组织外部的市场联系（Ｂｉａｎ
＆Ｌｏｇａｎ，１９９６）。在互惠特征明显的关系社会中，人情资源在优质就业机会的分配中具有关键作用，显
然可能影响农民工对高回报机会的获取，进而影响其就业质量。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３：由于人情和信息资源隐含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其在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过程中可能
存在路径差异，人情资源可通过实现人职匹配和获得多样化高回报机会来影响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而信息资源可能更主要通过实现人职匹配来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２０１４年在中国多省市实施的中国劳动力

动态调查项目（ＣＬＤＳ２０１４），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对象
为１５～６４岁的劳动力样本，旨在从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描述劳动力现状及变迁。结合拥有农
业户籍和目前从事流动非农就业两个标准，本文从ＣＬＤＳ２０１４个体层面数据库①中筛选出符合条件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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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管ＣＬＤＳ项目采用轮换追踪的调查方式，使２０１４年度个体层面数据既包括追踪样本，也包括非追踪样本，

但由于本研究主要使用２０１４年度截面数据，该年度所有农民工样本的社会资本、就业质量以及个体特征状况是被置
于同一时点上进行考察的，同时在抽样过程中对于追踪不成功的样本，通过２０１４年更新过的样本框重新随机抽取样
本进行补充，保证了２０１４年所有抽取的样本具有截面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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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工样本。鉴于ＣＬＤＳ２０１４个体层面问卷是根据被访者现居住地展开的调查，主要以输入地社
区为考察范畴，本文首先根据“被访者户口不在本地区（本乡镇／街道地域内）”判断筛选出流动人口，
然后根据“目前户口性质”判断筛选出属于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最后根据工作状态剔除目前无工作
的样本，并对遗漏重要信息的变量进行逻辑识别，剔除无效样本，最终获得１５７５个农民工样本。这
些农民工样本包括自雇和受雇两种形态，但由于自雇农民工工作特征的非固定性，较难衡量其在从
事自我雇佣就业时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帮助，而且对帮助（关系）资源的属性判断存在不确定性，实
证检验重点以受雇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共１２８１个样本）。此外，为构造估计模型中的工具变量，还
使用了ＣＬＤＳ２０１４村居（社区）层面问卷的部分调查数据。

（二）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农民工就业质量。借鉴Ｅｒｈｅ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的客观就业质量指数，本文将农民
工就业质量界定为这一群体从事城镇非农就业时在工资水平、劳动供给、岗位稳定性以及福利待遇
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其中，工资水平是衡量就业质量的关键指标，用“月工资收入”表示；超时劳动现
象在农民工群体中较为普遍，劳动强度反映了该群体从事当前工作的劳动压力，用“周工作小时数”
表示；岗位稳定性对工资性就业者至关重要，用“是否签订固定劳动合同”来表示；福利待遇选取城镇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情况来反映。就业质量测量参考Ｌｅｓｃｈｋｅ　＆ Ｗａｔｔ（２０１４）的多维就业质量
指数法展开。首先，对涉及的５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指标中工资收入、岗位稳定性和福利待遇
为正向指标，收入越高、有固定劳动合同以及参与社会保险，表明就业质量越好；而劳动供给强度即
周工作小时数更多反映为一种负向指标①，为实现就业质量的加权平均，需对该指标进行１－反向处
理。然后，确定指标权重。由于各指标对个体就业水平的改善均比较重要，等权平均成为确定权重
的普遍思路，受到欧盟等组织以及学者的广泛使用（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８；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ｏｒ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明娟、曾湘泉，２０１５），这里也采用等权平均法加权计算就业质量指数：

ｅｑｕ＝ １５∑
５

ｊ＝１
ｘｅｑｕｉｊ （１）

其中，ｘｅｑｕｉｊ 为标准化后的客观指标，ｉ为农民工个体，ｊ为各测量指标。

２．核心解释变量———社会资本。由于调查主要围绕农民工居住的社区单元展开，本文重点关注
农民工在务工地的社会资本状况，而且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来看，务工地社会资本的就业动员效应
往往更为直接。基于既有文献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本文重点从结构视角的参与型社会资本和认
知视角的信任－互惠型社会资本②对其进行维度划分。其中，由于社会信任分为基于特定社会关系
的熟人间信任和基于无特定社会关系的陌生人间信任（罗伯特·帕特南，２０１１），务工地农民工的
信任－互惠型社会资本也可划分为与熟人朋友间的信任－互惠型社会资本和与本地居民间的信
任－互惠型社会资本。进一步明确不同维度社会资本的具体构成指标，针对参与型社会资本，通
过考察“农民工对务工地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参与情况”来衡量政治参与行为，通过考察“农民工对
务工地社区社团、社会组织③的参与情况”来衡量组织参与行为；针对与熟人朋友间的信任－互惠

—６５—

①

②

③

尽管劳动时间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但目前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强度整体偏高，涉及农民工就业
的政策导向主要在于尽可能缓解这一群体的超时劳动现象并增加其劳动供给效率（单位时间收益率），因此就农民工
这一群体而言，劳动时间更多体现为就业质量的负向指标。

尽管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在形式上属于两类构成要素，但在行动者的社会资本动员过程中，很难对这两类要
素进行细致区分，正如帕特南认为的，普遍互惠的规范减少了不确定性和成员之间的背叛，促进了个体间的合作与信
任，信任态度和互惠行为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信任关系的建立有助于产生互惠动机，通过互惠行为又
可促进信任程度提高。因而本研究将两类要素归并为信任－互惠型社会资本，这在后续社会资本的因子分析过程中
也间接得以证实。

务工地社区社团、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工机构、业主委员会、休闲／娱乐／体育俱乐部、学习培训机构、宗亲组
织、公益志愿组织等，只要参加一种社会组织即入选对应题项。



型社会资本，用“在务工地拥有的关系密切、可以诉说心事、讨论重要问题的熟人朋友数量”来反映
农民工的熟人间信任现状及相应的互惠行为；针对与本地居民间的信任－互惠型社会资本，用“对
务工地社区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的信任态度和互助行为”来反映农民工的陌生人间信任现状及
相应的互惠行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维度划分、指标测量题项及其在原始问卷中的选项来源见
表１①。

表１　农民工社会资本构成指标的界定与测量

维度 指标 测量题项 问卷选项来源

结构视角：参与型社
会资本

政治参与Ａ１
务工地社区居委会选举参与情况
参与＝１；未参与＝０

ＣＬＤＳ个体问卷Ｉ６．６

组织参与Ａ２
务工地社区社团、社会组织参与情况
参与＝１；未参与＝０

ＣＬＤＳ个体问卷Ｉ６．７

认知视角：与熟人朋
友间信任－互惠型社
会资本

与熟人朋友间信任－
互惠行为Ｂ１

在务工地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向他／她诉说心事的熟
人／朋友（个） ＣＬＤＳ个体问卷Ｉ６．１．１

与熟人朋友间信任－
互惠行为Ｂ２

在务工地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向他／她讨论重要问题的
熟人／朋友（个） ＣＬＤＳ个体问卷Ｉ６．１．２

认知视角：与本地居
民间信任－互惠型社
会资本

与本地居民间信任－
互惠行为Ｃ１

对务工地社区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的信任态度
非常不＝１；不太＝２；一般＝３；比较＝４；非常＝５

ＣＬＤＳ个体问卷Ｉ６．４

与本地居民间信任－
互惠行为Ｃ２

与务工地社区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间的互助行为
非常少＝１；比较少＝２；一般＝３；比较多＝４；非常多＝５

ＣＬＤＳ个体问卷Ｉ６．５

　　

为分析构成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将以上变量纳入因子分析，ＫＭＯ值为０．７２２，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
检验的Ｐ值小于０．０００，说明适合因子分析。以特征值大于１为标准保留３个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
达到８０．３８８％），做正交方差极大旋转，将各因子按方差贡献率大小排序命名。特征因子１在Ｂ１、Ｂ２
变量上载荷最大，与熟人朋友间信任－互惠型社会资本的指标构成相吻合；特征因子２在Ａ１、Ａ２变
量上载荷最大，与参与型社会资本的指标构成相吻合；特征因子３在Ｃ１、Ｃ２变量上载荷最大，与本地
居民间信任－互惠型社会资本的指标构成相吻合。３个特征因子与前述社会资本的维度划分及指
标构成高度一致，反映出社会资本变量的构造及测度是相对合理的。运用下式将保留的公共因子综
合为一个总的社会资本指数（Ｓｏｃ）：

Ｓｏｃ＝ １

∑
ｎ

ｉ＝１
λｉ
∑
ｎ

ｉ＝１
λｉｆ（ ）ｉ （２）

其中，ｎ为保留的公共因子数，λｉ为第ｉ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ｆｉ为第ｉ个因子的因子得分，使用

Ｔｈｏｍｓｏｎ回归方法计算因子得分。为使变量含义更加直观，对其进行标准化。

３．机理变量———关系资源及其作用路径。关系资源包括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变量。以农民工
最后一次求职经历②为切入点，通过询问ＣＬＤＳ２０１４个体层面问卷中“在求职过程中是否得到帮助
以及帮助的具体内容”，判断农民工利用社会资本动员的关系资源的属性。借鉴边燕杰等（２０１２）的
分类将关系资源区分为人情和信息两类，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关系人是否与雇主发生接触并对其施
加影响。表２列出了两类关系资源变量包含的具体指标题项。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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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理论上而言，社会资本各维度的构成指标应更为丰富，但受问卷设计和数据采集的限制，无法获取更多与社会
资本各维度相契合的测量题项，这有待于在掌握更为全面的调查数据后展开稳健性研究。

由于本文在实证样本筛选时重点选取了目前处于工作状态的受雇农民工样本，这部分农民工的最后一次求职
经历显然会对其目前这份工作岗位的获取及相应就业质量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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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关系资源类型与相应测量指标

资源类型 指标题项

人情资源
帮助报名、递交申请；帮助推荐；帮助向有关方面打招呼；安排与有关人员见面；陪同造访有关人员；帮助解决求职中
的具体问题；直接提供工作

信息资源 提供就业信息；告知招工单位／雇主的情况；提出具体建议，指导申请；帮助整理申请材料；亲自准备申请材料

　　

人职匹配度变量。人职匹配度反映了求职者的教育水平、专业技术以及工作经验等与所在岗位
要求的适配程度。ＣＬＤＳ２０１４个体问卷题项仅询问了被访者的专业技术与所在岗位的适配程度，即
“是否拥有与目前从事的这份工作相匹配的专业技术资格或执业资格证书”，取值为０－１变量，本文
使用这一题项反映农民工的人职匹配度。

多样化高回报机会变量。劳动力市场的高回报机会一方面嵌入在个体与所在组织内部不同
层次职位的联系中，即接触职位层次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嵌入在个体为获得额外回报的广泛市场
联系中，即市场连通性（Ｂ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使用ＣＬＤＳ２０１４个体问卷中“被访者工作中与下列各类
人员打交道的频繁程度，从不＝０；很少＝１；有时＝２；经常＝３”这一题项，将与上级领导、下级同
事、平级同事、上级部门／单位、下级部门／单位、其他单位打交道的频率之和界定为接触职位层次
多样性变量；与顾客／服务对象、客户／供应商、各种商业来客打交道的频率之和界定为市场连通性
变量。

４．控制变量。从个体及家庭特征、务工及工作组织特征、宏观特征三个方面选取对农民工就业
质量具有潜在影响的控制变量。个体及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婚姻、年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政治面
貌、父亲教育背景和老家土地等变量。需要说明的是，教育的代际流动性可能影响子女的就业公平，
土地作为与农民工身份属性不可分割的纽带，对农民工外出务工决策具有深远影响，故将这两个变
量纳入模型。务工及工作组织特征包括从事当前工作年限、职业类型、工作转换次数、技术培训、所
在单位性质、所处行业，这些变量反映了工作能力、工作经验、工作环境等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可能
影响①。宏观特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地区虚拟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樊纲等编制的市
场化指数来表示，主要反映农民工所在地区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及就业资源丰裕度；地区虚拟变
量用来控制一些与地区农民工就业有关但却无法观测的特征的影响。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３。

表３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变量综合指数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变量综合指数 ０．３２２０　 ０．１９４２

人情资源 最后一次求职中是否使用人情资源（是＝１，否＝０） ０．２０９２　 ０．４０６９

信息资源 最后一次求职中是否使用信息资源（是＝１，否＝０） ０．１０８５　 ０．３１１１

人职匹配度 专业技术是否与所在岗位匹配（是＝１，否＝０） ０．０５８５　 ０．２３４８

职位层次多样性 接触组织内部职位层次的多样性（取值０～１８） ４．３４４２　 ４．９１０５

市场连通性 与组织外部市场联系的广泛性（取值０～９） １．９３１３　 ２．８７３９

性别 男性＝１，女性＝０　 ０．４３９５　 ０．４９６５

婚姻 已婚＝１，未婚＝０　 ０．７９００　 ０．４０７４

年龄 被访农民工的年龄（岁） ３５．６９７１　１２．３４８６

健康状况 目前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由非常不健康到非常健康区分为５个量表等级） ３．８０１７　 ０．９０８９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学历＝１；初中学历＝２；高中／中专／技校学历＝３；大专学历＝４；本科及以
上学历＝５

２．２０９９　 １．００６４

—８５—

①职业类型和行业划分变量的设置主要根据被访者针对工作内容和行业类型题项填写的具体内容并参照编码
进行归类整理得到。



续表３

变量名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政治面貌 是否是中共党员（是＝１，否＝０） ０．０３７４　 ０．１８９９

父亲教育背景 父亲的最高学历程度，取值同教育水平 １．４７９３　 ０．７３２９

老家土地 老家是否还有土地（是＝１，否＝０） ０．７０４１　 ０．４５６６

从业年限 从事当前工作的时间（年） ５．４８００　 ５．００４０

职业类型 管理或技术人员＝１；一般工作人员＝０　 ０．１７９５　 ０．３８３９

工作转换次数 务工至今已有过几次工作经历（次） ２．３５２８　 １．８０９８

技术培训 是否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是＝１，否＝０） ０．１２８０　 ０．３３４２

私营及个体 所在单位性质为私营及个体（是＝１，否＝０） ０．７９８５　 ０．４０１２

集体企业 所在单位性质为集体企业（是＝１，否＝０） ０．１０７７　 ０．３１０１

国有企业 所在单位性质为国有企业（是＝１，否＝０） ０．０９３６　 ０．２９１４

建筑行业 所在行业为建筑行业（是＝１，否＝０） ０．２４６６　 ０．４３１２

制造行业 所在行业为制造行业（是＝１，否＝０） ０．３４２７　 ０．４７４７

服务行业 所在行业为服务行业（是＝１，否＝０） ０．３３８０　 ０．４７３２

其他行业 所在行业为其他行业（是＝１，否＝０） ０．０７２５　 ０．２５９５

　　
（三）计量方法
本文实证检验第一部分初步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直接影响，第二部分重点检验社

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系资源机理。针对第一部分的实证分析设定如下回归方程：

Ｅｉ＝γ１＋γ２Ｓｏｃｉ＋γ３Ｚｉ＋εｉ （３）

其中，Ｅｉ表示就业质量，Ｓｏｃｉ表示社会资本，Ｚｉ为控制变量，γ为待估系数，εｉ为误差项，下同。
针对上述回归方程可采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实现相应估计，然而，由于遗漏变量偏误、选择偏误

以及双向因果关系的存在，社会资本在就业质量方程中很可能面临内生性困扰，对此目前的主流方
法是使用工具变量估计来控制社会资本的潜在内生性。

本文重点即第二部分，检验社会资本能否通过动员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来影响农民工的就业质
量。此时需建立两项关联：第一是社会资本提高了农民工动员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可能性；第二
是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确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

为考察社会资本与人情、信息资源之间的关联，设定人情和信息资源的决定方程：

Ｇｉ＝α１＋α２Ｓｏｃｉ＋α３Ｚｉ＋εｉ （４）

其中，Ｇｉ表示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可使用普通回归方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动员人情资源
和信息资源可能性的影响。

为考察人情和信息资源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关联，构建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决定方程：

Ｅｉ＝β１＋β２Ｇｉ＋β３Ｚｉ＋εｉ （５）

与社会资本变量相似，在估计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时可能面临相似
的内生性问题，出于工作谈判的心理预期考量，劳动者当前这份工作的整体待遇一般不会低于上
一份工作的待遇，当观测到人情资源或信息资源促进了就业质量提升时，也可能是由于原本就业
质量比较高的劳动者在获取高质量的信息和人情资源方面占有优势，此时关系资源与就业质量之
间的因果联系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借鉴姚洋、钟宁桦（２００８）的做法，本研究的估计策略是：如果能
够找到社会资本的合适工具变量，而社会资本又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相关（此处依赖于方程（４）
的估计结果），可运用上述工具变量对社会资本进行回归，剥离出与就业质量不相关的那部分社会
资本变量，再以这部分社会资本变量作为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工具变量，来估计其对农民工就
业质量的影响，这样就克服了关系资源变量与就业质量之间的潜在内生性。设定农民工社会资本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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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方程如下：

Ｓｏｃｉ＝δ１＋δ２Ｆｉ＋δ３Ｐｉ＋δ４Ｚｉ＋εｉ （６）

其中，Ｆｉ和Ｐｉ都是表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

将方程（４）～（６）构成联立方程组，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估计，即可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
角度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内在传导机理。

此外，作为对上述传导机理的验证和拓展，在实证检验人情和信息资源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
可能路径———人职匹配和多样化高回报机会时，考虑计量估计的可操作性，主要使用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泊
松回归、普通最小二乘法，在稳健性检验中主要使用了匹配估计法。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直接效应检验

首先就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进行稳健最小二乘回归（ＯＬＳ）。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

值均小于１０，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表４第２列纳入了核心解释变量和宏观特征变量，结
果显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１４１，且通过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第３列进一步控制了农民工
的个体家庭特征、务工及工作组织特征后，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然而，社会资本在就
业质量方程中的内生性使上述回归结果准确性存疑，对社会资本变量进行异方差稳健ＤＷＨ检验，
“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Ｆ检验”的统计量Ｆ值为１７．７７３８，其Ｐ值为０．００００，“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统
计量为１７．９３４９，其Ｐ值为０．００００，可认定社会资本是模型中的内生解释变量。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控制方程估计的内生偏误，这里涉及工具变量的选择。结合相
关性和外生性条件，本文借助ＣＬＤＳ２０１４村居问卷中的调查题项①，尝试从社区层面选取农民工个
体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借鉴Ｂｒｅｄａ　＆ Ｍ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６）采用性别和种族多样性来反映其对工作场
域内社会资本影响的研究思路，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农民工所在流入地社区的流动人口占比。理论
上，社区流动人口占比越高，意味着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社区的空间集聚特征越明显，这些外来流动
人口自然包括农民工及与其一同来城市务工的老乡、亲戚等熟人朋友群体，由此形成的同质群体的
高密度生活有助于农民工培育与熟人朋友间的群内社会资本（Ｗａｈｂａ　＆Ｚｅｎｏｕ，２００５），但社区层面
的流动人口占比并不会直接影响农民工个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借鉴Ｂｒａｄｙ（２０１５）、Ｓｉｎ　＆
Ｓｔｉｌｌｍａｎ（２０１７）采用个体与传统组织的联系作为社会资本代理变量的思路，第二个工具变量是流
入地社区以本地居民为主体的文化节庆活动的组织情况。如果农民工所在社区组织以本地居民
为主体的文化节庆活动的频率越高，这种以本地人为主的活动平台越易于强化属于本地人的行为
习惯和价值取向，对外来流动群体的排斥程度会越强，不利于农民工参与到本地社区的各项组织
活动中，更不利于农民工培育与本地居民间的群际社会资本，但其并不直接影响农民工个体化的
劳动表现。

通过对方程进行２ＳＬＳ回归，模型第一阶段回归的稳健Ｆ统计值大于通常临界值１０，“Ｃｒａｇｇ－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为１３．３１７，大于１５％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过度识别卡方检验的Ｐ值为０．１７０１，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综合上述检验结果可认为两个工
具变量是有效的。表４最后两列汇报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２ＳＬＳ回归结果，无论是
单独控制核心解释变量社会资本，还是依次纳入特征变量，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社
会资本的确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质量。后续部分将重点分析这种影响过程的关系资源作
用机理。

—０６—

①ＣＬＤＳ２０１４村居问卷的被访对象主要是社区负责人或工作人员，重点对社区层面的历史及现状事实进行调查，

被访题项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表４　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直接效应检验

ＯＬＳ回归 ２ＳＬＳ回归

社会资本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３３２＊＊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１３２）

性别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１７４）

婚姻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１９４）

年龄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１）

健康状况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１１３）

教
育
水
平

初中学历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３３２
０．０２１１

高中／中专／
技校学历

０．１０２５＊＊＊

０．０１７４
０．１１８３＊＊＊

０．０２７１

大专学历 ０．１５３２＊＊＊

０．０２６５
０．１５３７＊＊＊

０．０３２４

本科及
以上学历

０．１６６１＊＊＊

０．０４００
０．１７７５＊＊＊

０．０４１９

政治面貌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３９３）

父
亲
教
育
背
景

初中学历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１９１）

高中／中专／
技校学历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２４３）

大专学历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８２５
（０．１０１５）

本科及
以上学历

－０．１４１３＊＊＊
（０．０３３６）

－０．１４５３＊＊＊
（０．０２８１）

老家土地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１５１）

从业年限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３３）

从业年限
平方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职业类型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４６６＊
（０．０２４５）

工作转换
次数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６３）

技术培训 ０．０７２６＊＊＊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５７０＊＊
（０．０２７５）

私营及个体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５７２＊
（０．０３０６）

集体企业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３３１）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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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ＯＬＳ回归 ２ＳＬＳ回归

建筑行业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２６８）

制造行业 ０．０７４０＊＊＊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９２０＊＊＊
（０．０３３０）

服务行业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３７２
（０．０２８７）

市场化程度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４８）

常数项 ０．１２８８＊＊＊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６３１）

０．３５４５＊＊＊
（０．１２１４）

０．０９０４
（０．０９４２）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０２７２　 ０．１５０９

样本量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１０％、５％和１％的统计水平检验，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系资源机理检验
使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动员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影响。表５结果显示，在控

制其他特征变量的基础上，社会资本的系数值显著为正，说明社会资本提高了农民工动员人情资源
和信息资源的可能性；从边际效应来看，社会资本每上升一个标准差，农民工动员人情资源的概率要
提高１．７０％，高于动员信息资源的概率０．９７％。至此可建立机理检验的第一项关联，即社会资本有
助于提高农民工动员两类关系资源的概率，同时动员人情资源的强度要高于信息资源。研究假说１
得以验证。人情资源的影响之所以更为明显，一方面是由于在熟人社会中人情成为一种信用资源，

农民工可以快捷、有效地动用人情资源实现资源贷记或交换，借此实现职业地位获得（孙宇、边燕
杰，２０１７）；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在于，尽管市场化的信息机制日渐成熟，但农民工教育程度和技能
水平双低的特征使其通常被限制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从事低工资水平、高劳动强度的工作，此类劳
动力市场的强竞争性以及劳资双方信任约束机制的不完善，往往需要人情资源这种非正式制度予
以弥补。

表５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动员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影响的初步检验

人情资源（ｐｒｏｂｉｔ） 信息资源（ｐｒｏｂｉｔ）

系数值 边际效应 系数值 边际效应

社会资本 ０．１００６＊＊＊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０４０）

常数项 ３．４３５８＊＊＊
（０．７５９３）

３．０９５３＊＊＊
（０．５８７２）

其他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０４２　 ０．１２４０

样本量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基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表６汇报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人情资源作用机理结果，

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人情资源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情资源可直接提升农民工的就业
质量。鉴于表５和表６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动员人情资源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证实社会资本影
响就业质量的第一条传导机理，即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农民工动员人情资源的可能性进而有助于提升
其就业质量，这一实证结论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说２。人情机制集中体现了社会资本所具有的信任和
互惠功能，社会资本借助人情资源渠道会对雇主施加一定影响，使雇主不可能完全理性地进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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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选择（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边燕杰等，２０１２），农民工通过人情交换也更易得到有价值的岗位信
息，从而有助于提高其工作起薪及相应的福利待遇。

表６　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传导机理：人情资源作用

社会资本 人情资源 就业质量

社会资本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０９７）

动用人情资源 ０．３３７７＊＊
（０．１７２２）

流入地社区流动人口占比（工具变量１）
０．１４６１＊＊
（０．０７２４）

本地居民为主体的社区活动（工具变量２）
－０．１１１８＊
（０．０６３６）

常数项 ０．３０５０
（０．３０５７）

０．１００８
（０．１０６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７４６）

其他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２８０３　 ０．０６０６　 ０．１１６５

样本量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表７汇报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信息资源作用机理结果，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
性后，信息资源的系数值为正，但并不显著，反映出动员信息资源并不一定会直接提升农民工的就业
质量。从信息资源作用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过程来看，其更多反映了通过中间人这一桥梁，使求职
农民工的资质条件和招聘单位的岗位要求两方面信息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进行传递，从而降低
搜寻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及相应的搜寻成本。这一影响过程并不完全等同于人情资源的岗位配给机
制，而更类似于搜寻双方借助信息媒介实现岗位匹配的过程。因此，通过社会资本动员的信息资源
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可能仍需借助一定的间接路径才能实现。

表７　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传导机理：信息资源作用

社会资本 信息资源 就业质量

社会资本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１０３）

动用信息资源 ０．１１２３
（０．３９４５）

流入地社区流动人口占比（工具变量１）
０．１４６１＊＊
（０．０７２４）

本地居民为主体的社区活动（工具变量２）
－０．１１１８＊
（０．０６３６）

常数项 ０．３０５０
（０．３０５７）

０．１７５６
（０．１４３３）

０．００７６
（０．１２３５）

其他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２８０３　 ０．１１４４　 ０．０６１０

样本量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三）关系资源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可能路径拓展检验
结合理论假说３，表８首先汇报了两类关系资源对农民工实现人职匹配和获得高回报机会影响

的回归结果，其中高回报机会包括接触职位层次多样性和市场连通性两个衡量指标，由于这两个指
标均为非负整数，使用泊松回归进行计量检验。在控制了其他特征变量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在
人职匹配方程中的系数值均为正，但人情资源变量并不显著，而信息资源则通过了５％水平的显著性
检验，说明相较而言信息资源对农民工实现人职匹配的影响效应更为强烈。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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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层次多样性回归方程中都至少通过了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值为正，说明人情资源和信
息资源都可以提高农民工在工作组织内部接触到多样化职位层次的可能性；而且相较于信息资源，
人情资源对接触职位层次多样性的影响效应更为强烈。在市场连通性回归方程中，人情资源的系数
值显著为正，而信息资源的系数值虽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仅有人情资源可能增强农民工与工作组
织外部的市场之间的连通程度，进而有助其获得更多高回报的市场机会。

表８　关系资源对农民工实现人职匹配和获得高回报机会的影响

人职匹配度 职位层次多样性 市场连通性

人情资源 ０．０７３７
（０．１４１６）

０．５９２９＊＊＊
（０．１０７７）

０．４７２６＊＊＊
（０．０９５３）

信息资源 ０．２４５９＊＊
（０．１０９７）

０．２２９１＊
（０．１３０７）

０．１６９７
（０．１１６１）

其他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接下来将人情和信息两类关系资源以及人职匹配度、职位层次多样性、市场连通性等路径变量
依次纳入农民工就业质量回归方程，进一步检验关系资源及可能路径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表

９）。就业质量方程（２）在方程（１）的基础上引入人职匹配度变量，人职匹配度系数为正且通过了１％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实现人职匹配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明显。结合表８中信息资源对
农民工的人职匹配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实证结果，初步判断得出，信息资源可通过增强人职匹配
度进而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部分印证了研究假说３。这意味着，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嵌
入关系资源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具有直接和间接双重效应，直接效应突出表现为人
情资源可能通过代替其他市场化的分配机制而直接帮助农民工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从而实现就业
质量的提升；间接效应突出表现为信息资源可通过传递高质量的岗位适配信息，帮助农民工降低工
作搜寻成本和岗位试错损失，间接提升这一群体的就业质量。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情资源
的活动空间将被逐渐压缩，信息资源的作用机制更契合劳动力市场中通过搜寻匹配实现就业均衡的
基本逻辑，也更体现出社会资本的正面效应。

就业质量方程（３）在方程（２）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职位层次多样性和市场连通性变量，结果显
示，职位层次多样性和市场连通性的系数值均显著为正，说明在工作组织内部接触多样化的职位层
次、与工作组织外部市场的连通性越强，越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结合表８中关系资源影
响农民工高回报机会获得的估计结果也可判断，动员人情和信息资源均可能通过促进农民工在组织
内部接触到多样化的职位层次进而提升其就业质量；同时人情资源还可能通过增强农民工与组织外
部市场的连通程度进而对就业质量产生促进效应。总体来看，人情资源通过帮助农民工获得高回报
机会进而提升其就业质量这一影响路径比较明确，而信息资源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相对较小。综合上
述理论分析以及实证结果，本文绘制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系资源机理实现过程（图

１）。其中，虚线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实线。

表９　关系资源及可能路径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就业质量方程（１） 就业质量方程（２） 就业质量方程（３）

动员人情资源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４３０＊＊＊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１３８）

动员信息资源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１６４）

人职匹配度 ０．１２５９＊＊＊
（０．０２７７）

０．１０４９＊＊＊
（０．０２８４）

职位层次多样性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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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９

就业质量方程（１） 就业质量方程（２） 就业质量方程（３）

市场连通性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２４）

常数项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６１７）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７９８
（０．０６１１）

其他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６０７　 ０．１８１６　 ０．２１６０

样本量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图１　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系资源机理实现过程图示

（四）主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ＰＳＭ）进行稳健检验。表１０分别利用近邻匹配法（Ｋ＝４）和马氏匹配法将处理组和控制组加以配
对，并估计了两组个体之间的平均差距，在两种匹配估计结果中人情资源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干预
效应（ＡＴＴ）显著为正，而信息资源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干预效应并不显著，这与上文的主要回归结
果基本一致。图２以人情资源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为例，绘制了基于Ｋ＝４近邻匹配法得到的匹配前
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值得分的概率密度分布情况，匹配之前两者间的倾向值得分的概率分布存
在显著差异，匹配之后趋向重合，表明倾向得分匹配的效果比较理想。

上述非精确匹配可能存在偏差，使用Ａｂａｄｉｅ　＆Ｉｍｂｅｎｓ（２０１１）的偏差校正方法重新匹配，该方法通
过在处理组或控制组内部进行二次匹配，可得到异方差条件下的稳健标准误。通过偏差校正匹配后，

人情资源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程度虽有所下降，但仍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信息资源对农
民工就业质量的干预效应仍不显著。最后，鉴于上述匹配方法在解决处理组与控制组协变量均衡问题
上还存在一定缺陷，使用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２０１２）提出的熵均衡匹配方法，对处理组与控制组样本协变量的
一阶矩（均值）和二阶矩（方差）进行调整，使两组样本协变量在各种矩约束条件下实现精确匹配。表１０
最后一列的估计结果与上述几种匹配估计的结果大体吻合，表明本文的核心回归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表１０　关系资源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匹配估计结果

Ｋ近邻匹配（Ｋ＝４） 马氏匹配 偏差校正匹配 熵均衡匹配

动员人情资源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５７０＊＊＊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５０３＊＊＊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１６１）

动员信息资源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１８６）

其他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注：括号内为对应系数值的稳健标准误，其中，Ｋ近邻匹配使用自助法获得标准误，马氏匹配和偏差校正匹配使
用Ａｂａｄｉｅ　＆Ｉｍｂｅｎｓ（２０１１）提出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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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处理组和控制组匹配前后倾向值得分的概率密度分布图

五、结论性评述

长期以来，关于农民工社会资本就业效应的研究主要关注了社会资本本身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结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通过社会资本所动员的关系资源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实际
作用。本文侧重从人情和信息两类关系资源视角，系统分析了社会资本通过动员关系资源进而作用
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内在机理，并借助ＣＬＤＳ２０１４数据以及ｐｒｏｂｉｔ回归、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匹配估
计等计量手段进行了经验层面的检验。研究发现，从直接效应看，在控制了社会资本的潜在内生性
后，其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依然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关系资源的作用机理看，社会资本提高了农
民工动员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可能性，且动员人情资源的概率要大于信息资源；社会资本通过动
员人情资源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而通过动员信息资源并未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直接的
提升作用。从关系资源进一步的作用路径来看，信息资源虽未表现出直接的就业质量促进效应，但
其可通过传递高质量的岗位信息帮助农民工实现人职匹配，降低其工作搜寻成本和岗位试错损失，

间接提升这一群体的就业质量；人情资源的作用突出表现为其可能直接帮助农民工获得多样化的高
回报机会，从而实现这一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

以上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涉及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政策供给不仅应重视该群体社
会资本存量的培育，更应着眼于如何提升通过社会资本所动员的关系资源的质量。而要想让农民工
接触到多样化、高层次的关系资源，就必须帮助其扩大社会交往半径，实现与更大社会圈层人群的信
息交流与互换。对此可依托近年来普遍兴起的志愿组织、维权组织、心理援助组织、各类行业协会等
公共服务组织以及基层群团组织，充分发挥这些社会组织在技能培养、文化素质培训、心理疏导、权
益维护等方面的作用，帮助农民工适时应对城市社会融入中的各类冲突，并构筑起新型社会支持网
络及多样化的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使其能够及时调整自身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竞争策略，节
省相应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当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也即市场机制的完善虽会在一定程度上
压缩人情资源的作用空间，但也更利于实现多样化的信息资源的传递，从而良性可持续地促进农民
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实现岗位匹配和就业质量提升。因此，加快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通过适时的
政策干预提高信息等各类资源的配置效率，强化对农民工就业权益的制度兜底力度，则是社会资本
之外应重点考虑的就业政策调整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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